

“诺奥不平衡问题”的一种解答

——对中国传统基础教育的分析

王细荣

英国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论点”。近来，我国的学者对“李约瑟论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它应表述为：“16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西方，但后来近代技术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没有诞生在中国呢？而且中国为什么一直未出现过任何自然科学体系呢？”
直到现在，我国的科技仍落后于西方。如此严峻的事实，不能不使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基础教育稳固扎实的中国，能培养出许多数理化生乃至信息等学科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得主，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个受纯中国式教育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呢？笔者权且称之为“诺奥不平衡问题”。“诺奥不平衡问题”与“李约瑟论点”有相似之处。探究该问题的答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从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去分析是不科学的。中外不少学者企图从中西教育体制和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出发寻求满意的解释。例如，著名美籍华裔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同他的老师、美国“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 1908-）讨论世界各国科技发展成功的因素时，泰勒就曾指出，这里面的道理很多，不过主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
1999年10月6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朱棣文在深圳五洲宾馆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时说：“我之所以有今天这个成就，这跟父母给我从小制定的标准有很大的关系”
。不同的国家，教育体制和教育价值观也不尽相同，那么在培养人的具体要求和做法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拟对过去中国基础教育教学的特点和风格进行分析，以期为“诺奥不平衡问题”找出一方面的答案。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和模糊、朦胧的中国文化特征形成了中国半封闭的传统教育风格。

1． 填鸭式的灌输教育

中国小学、中学的正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的渗透式、跳跃式教育方式，而是强调循序渐进的教育方式，提倡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老师循循善诱，学生亦步亦趋。这些有利于学生积累知识、打下扎实的基础，并培养一种态度严谨、逻辑性强的研究方式。但这种方法存在一些缺陷，即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只知念死书、全盘接受所学的知识，最终走到越来越窄的道路上去。尤其是在进入研究阶段以后，往往缺乏探索的意识，无法成就富有想象力的飞跃，因为他们潜意识中存在一种禁锢他们思想的东西。诚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学生在做研究工作时有精神压力，这主要是因为学生所受的教育在传统上是通过灌输来完成的，所以从读书转变到研究时有困难。

2.偏重理论和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

中国的教育传统比较注重于理论和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重视培养从理论发展到理论的演绎式的思维方法，但是比较轻视动手和实验能力的培养。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演绎能力强、理论知识扎实，但是他们的知识是片面的，而且倾向于向狭窄的方向走，等到搞研究工作时，就有可能造成方向性的错误。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形式化教育，实际上是纸上谈兵，不适应于学生以后的工作和研究的需要，因为，科学创造往往需要归纳式的思维方法或研究方式。杨振宁博士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说：“中国和美国，学习和研究方法有明显的不同，中国以演绎法为重，重视理论、定理的掌握；美国则倒过来，从现象到定理，注重更接近实际的归纳法。很幸运，演绎法和归纳法这两种思维方式我都受到了很好的训练”。
因此，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发现基本粒子的宇称不守恒而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

3．强调一致性、崇尚权威

中国的传统意识，诸如礼教观念、人生观等对中国的教育产生较深的影响。因此，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强调规范、静思和谦逊；倡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样的概念；要求学生虚心向“先贤”、老师和书本学习。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通常训练有素、守规矩、进取心强，考试成绩好；但是他们太胆怯，崇尚权威，唯书为上，在老师、权威面前不敢提出挑战；他们求知过程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于自己的思考，否定了人作为认识主体对客观存在的能动性，忽视了人的认识潜能，抑制了创造思维的发展。这样，学生缺乏翱翔于陈规旧律之外的个性精神和创造性的勇气，故难以作出开拓性的贡献。早在200多年前，“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并试图给出其答案：“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留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
曾就读于香港培正中学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崔琦对此问题也有思考。他在回应香港中文大学生提问时就直言指出：“中国学生的适应环境能力很强，但缺少对科学研究的自信心及冒险精神，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加强。”

4．“苦学”而成“考试英雄”

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学习时要抓紧时间钻研、苦学。“头悬梁，锥刺股”、“学海无涯苦作舟，书山有路勤为径”等古训就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学生受到家长、学校、老师和社会的压力，一天到晚总是为种种考试而忙碌着。诚然，这样对学生理论素养的培养很有好处，但却使大多数学生只成为“考试英雄”的井底之蛙，不具有开拓、创新之能力。这种“苦学”只有在中国封建社会死背八股文时才能出“成果”，即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当官作老爷。但这些“苦学”而来的“知识”对人类的科技文化事业的进步全然没有用处，真可谓“士占一经，耻握从衡中算；才高七步，不娴律度之宗”
。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式苦读，埋没了中国许多年轻人的聪明才智。难怪杨振宁对“十年寒窗”的中国古训进行了抨击，他认为，一个人读书觉得很苦的话，要把学问作好，要出研究成果，恐怕是艰难的。

5．“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

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具有二元对立性，又具有统一互补性。
但中国传统观念是对教育功能认识的障碍。这在中国古代、近现代乃至解放后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政治的附属物，教育的基本职能就是“教化”，作为专制暴力统治的辅助手段，达到统治者“建国君民”的目的。
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传授“明人伦”和“治人之术”，目的就是要培养治世能臣，强化社会人伦关系结构。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针；国民党政府1929年提出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以及后来的“政教合一”、施行“党化教育”等方针，可以看出直到现代，中国的教育一直是为政治服务的，未获得真正独立发展的地位。过分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容易形成教育官本位，这种教育畸形现象，在新中国教育中是不可能没有反映的。

6．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机械地结合

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以儒家文化为其根本的。“儒家自根至干至枝叶都是为了研究人，人是它的最终、最高和最直接的目的，它试图发现人的日常行为中的真理，并用它的发现来增进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权益，发展人的潜能，实现人的本质。”
故从总体上看，和古罗马的传统教育一样，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即注重以人为本，关注人的自由和尊严，弘扬人的理性和情操，强调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道德意识。19世纪末以后，在“西学东渐”的运动中，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学校教育中。但是，我国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故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一直未能在高层次上进行非线性整合，它们只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问题，或是两种教育的简单相加。要么像弗罗姆（Erich Fromm, 1900-1980）在《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 1956）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传授知识时，却没有传授对人类发展来说最重要的知识：只能由一个成熟的爱者无条件地传播的知识”；要么传授的知识缺乏科学理性的成分。因此，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缺乏科学素养，就是缺乏适应社会和审美之能力。只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才能培养出美和智、知识和创新相结合的开拓型人才。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第15任校长赫斯柏（Theodore M. Hesburgh）认为，这种“完整教育”同时包括“学习做事”（learning to do）与“学习做人”（learning to be）两大部分，即接受科学教育以“学习做事”，培养科学精神；接受人文教育以“学习做人”，培养人文精神。
只有这种人文熏陶协同科学知识的传授，才能使学生得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体会、感悟和洞察自然界的奥秘，并对科学产生兴趣。

7．缺乏教育的自主或自由（伦理学意义上的）

中国人长期以来不能摆脱团体、家庭的束缚，不愿失去归属感和安全感，有一种像弗罗姆所称的“对自由的恐惧”的心理。这种心理在教育过程中有明显的反映。但我国的教育界，对自由的向往多于“对自由的恐惧”。尽管许多教育理论家为教育中的自主或自由而大声疾呼，但是实际情况并未有多大改观。学生受到老师、学校规章制度、教学法、国家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的种种限制。教师也一样受到教学法、意识形态、知识的控制，他们无权选择教学内容，无权制定考试大纲、教学大纲，无权选拔自己的学生。应试教育（分数教育）取代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忽视情感、意志教育，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灌输教育损害学生的理性发展，使他们成为呆读死书者。另外，限制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多元化，学校对学生的亚文化、反文化、边缘文化持反对态度，这些均限制学生创造潜力的发挥。在学校教育中，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多元化是必要的，它能为学生开启一片宽广而自由驰骋的领域，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使学生的心身和谐发展，是有极大的裨益的。

8．缺乏合理的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宗教社教化、宣教事业，乃至一些有计划、有组织的重大的宗教活动。
本文所讨论的宗教教育仅指学校教育。由于人既是形而下的动物，又是形而上的动物，能运用理性，努力效法天道至理，行善积德，自强不息。因此合理的宗教之合理的信仰，或合理的宗教义理的课程传授与解惑，将有益于天道、神道、与人道之合一。英国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 Davies）认为，“对这个行星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宗教对他们处理事物是具有最显著的影响的。”
荷兰的科学史家霍伊卡（R. Hooykaas）认为，“宗教作为形成思想的精神环境的诸因素之一，与社会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对上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他们探究自然的方法，即他们的科学。”
但是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长期采用虚无主义（Nihilism）或解放主义（Liberationism）的宗教教育态度。宗教的虚无主义，是在无神论国家教育政策规范下，极端否定宗教教育的课程及其价值，对宗教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强烈排斥在学校中设置宗教教育的课程。而宗教的解放主义则对各种宗教采取回避态度、采取价值中立，存而不论，学校中不开设宗教教育课，对任何宗教不作肯定，也不作否定，学校教育与宗教完全分离，将学校教育从宗教纷争当中“解放”出来。解放以前我国基于政教分离的理念，学校一般是采取解放主义的宗教教育态度；解放以后，由于国家宣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而采用虚无主义的宗教教育态度。虚无主义和解放主义的宗教教育态度，笔者认为不应予以提倡，但也不赞同解放前外国教会在我国开办的学校所采取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宗教教育态度——宗教教育只限定某种宗派或宗教的教义，向学生独断地灌输（而不是教学）宗派的意识形态，有的虽不一定排斥异教，但却无强烈意愿来作比较宗教的教学，公平地介绍其它宗派的共同教义。只有“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宗教教育态度，才能培养健全人性的学生。因为宗教的自由主义较重视开明的理性批判，尊重人的信仰自由；不认为一切宗教及其信仰活动，皆有教育的正面价值；这种宗教教育的课程内容是批判性的选择，而非全盘接受；对各种正派的宗教义理作公正的批判介绍，对各种宗派信仰采取价值中立，不先入为主，不偏袒某一派教义，不作独断灌输。
这种较自由开明的宗教教育，对培养学生的理性自由或许是有助益的。关于宗教对科技、经济的正面影响，西方一些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专门的论述，他们的一些思想对我们正确理解宗教教育在培养学生健全人性方面的作用，或许是有启发作用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教育强调和谐、天人合一，是半封闭的教育，是授受、务虚式的教育，是“苦学”、非个性的教育，是缺乏对学生心智层面影响的教育，它缺乏美国式的“自由”、英国式的“严谨”、法国式的“浪漫”。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基本概念清楚、学习功底厚，学生犯罪率低，有吃苦耐劳之精神。但这种教育是一种创造力贫乏的教育，只能培养出科学学习的奥林匹克奖牌获得者，却不能培养出科学创造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诚然，诺贝尔奖的获得有许多因素，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但它必需有高度的创造性才能摘取桂冠。

在人类最高智慧层次上，中西方人具有同等的创造力。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学贯中西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崔琦、李远哲，也有受纯西方学校教育的华人朱棣文，获得过诺贝尔奖金；陈省身获得数学“沃尔夫奖”，丘成桐获得数学“菲尔兹奖”。“境内为枳，过海为橘”，这说明种族本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教育。死板的教育方式，造成学生思想的“守一”和“齐一”，妨碍了学生“求异”思维的训练，自然，诺贝尔奖等世界最高科学奖获得者难以在中国本土出现。

可喜的是，中国的教育教学改革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只要中国的教育沿着素质教育的轨道走下去，克服其不利的一面，同时使中国的优秀教育传统与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之精华相融合（不是混和），再加上好的科学土壤和科学环境，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培养出土生土长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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